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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变动极大，运用 Ｋｅｒｎｅｌ密度函数对中国城市人口
规模分布的分析表明，当前以城区常住人口“５００万以上”为特大城市的划分标准是合理的。从城市人口规
模变动的动态历程来看，该变动主要受城市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中国主要特大城市实有人口规模变

动的分析表明，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调控应因时因地而动，不能搞一刀切，而且人口调控政策重点应该从数

量控制转向结构优化。特大城市转型升级面临着农民工供给短缺、大学毕业生相对过剩、老年和少儿非劳

动力人口持续增长等人口新常态约束。在这种人口增长新常态背景下，特大城市应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促进政府制度创新和企业技术与管理创新是城市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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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１４年７月３０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
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

提出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对于５００万人
口以上城市建立积分落户制度。《意见》明确了从

人口规模角度划定“特大城市”的标准，即城区人口

在５００万以上①。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 ２９日，国务院印发
《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对原有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进行了调整，明

确了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通知》明确，新的城

市规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

市划分为５类７档，其中，城区常住人口５００万以上
１０００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１０００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国
务院在下发《通知》时，并没有同时下发各类城市名

单，这给不少想成为“特大城市”的地方政府留下博

弈的时间和空间，如何拿出权威而有说服力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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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认为，积分落户是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的可行制度。从我国现行的城市人口统计制度来看，《意见》中所指的

城区人口应为城区常住人口，而从积分落户政策来看，其对应的人口应为“户籍人口”。



数据是这些城市博弈成功的关键。

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是，关于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的标准，《意见》和《通知》所提出的“５００万以上”是
否科学、合理？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有效调

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本文将运用高斯正态分

布的Ｋｅｒｎｅｌ密度函数对中国１９８５年和２０１０年的城
市人口规模分布进行分析，以验证特大城市划分标

准的合理性；进而在对主要特大城市（含潜在特大

城市）的实有人口规模动态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中

国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演变趋势及其调控政策；最

后，本文还探讨了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特大城市转

型升级面临的人口新常态约束，并提出相应的政策

建议。

　　二、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

１．城市分级的人口规模标准

　　世界各国对城市规模结构的等级层次的划分，
虽然标准不尽一致，但是人口规模通常是衡量城市

规模的决定性指标。联合国对城市等级划分的标

准为：人口在２万以上１０万以下为小城市，人口在
１０万以上１００万以下为大城市，人口在１００万以上
为特大城市。如果按照联合国的城市等级划分标

准，即使从市辖区户籍人口来看，中国一半以上的

地级市都将是特大城市；若将外来人口计算在内，

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很多镇也是特大城市，如

珠三角地区的广州新塘镇、东莞长安镇、东莞虎门

镇、顺德容桂镇、中山小榄镇等，而中国的百强名镇

人口规模几乎全部达到联合国划定的大城市标准。

因此，联合国城市分级的人口标准完全不适用于目

前中国的特大城市判定。

中国的城市分类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也有不同

的标准。１９８４年 １月 ５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关于国家领导和管理城市建设的规定，国务

院制定并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城市规划条例》，从而

以法规形式明确了我国的城市等级划分。《城市规

划条例》指出，城市是指国家行政区域划分设立的

直辖市、市、镇，以及未设镇的县城；城市按照其市

区和郊区的非农业人口总数，划分为大城市（人口

５０万以上）、中等城市（人口２０万～５０万）和小城市
（人口 ２０万以下）三个级别。该条例于 １９９０年
废止。

１９８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规定：

小城市是指非农业人口小于２０万的城市，中等城市
是指非农业人口２０万以上至５０万以下的城市，大
城市是指非农业人口５０万以上至１００万以下的城
市，非农业人口１００万以上的城市为特大城市。这
部城市规划法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废止，导致目前我
国尚未从立法的层面对城市等级规模概念进行定

义，仍有不少地方依据此标准对城市进行分级，如

地处中部的湖南省认定其有６个特大城市，东部沿
海的山东省有７个特大城市。事实上，如果按实有
非农业人口１００万以上来认定，全国大部分地级市
都将是特大城市（总数将超过２００个），显然这一标
准过低。

２０１０年，《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２０１０）：中国
中小城市绿色发展之路》（绿皮书）提出了新的城市

等级划分标准：市区常住人口 ５０万以下的为小城
市，５０万～１００万的为中等城市，１００万～３００万的为
大城市，３００万～１０００万的为特大城市，１０００万以
上的为巨大型城市。以此标准来判断，北上广深等

１０个城市达到巨大型城市人口标准，除去拉萨、银
川、西宁等省会城市外，乌鲁木齐、海口、呼和浩特

等省会城市也即将迈入特大城市行列，全国特大城

市将达到３０个左右。
此外，与“特大城市”相对应，还有一个“一线城

市”的概念。但“一线城市”通常是企业根据该城市

在其商业活动中市场地位的高低进行划分，从房地

产概念来讲是指房价较高的城市。一线城市的划

分没有固定的标准，既可按行政级别划分，也可按

城市规模、人口数量划分，或者按照经济发展水平

和ＧＤＰ总量等标准划分。通常人们将北上广深四
大城市称为国内的一线城市。２０１３年，《第一财经
周刊》对４００个城市的综合商业指数进行了排名，
列出了１５个“新一线城市”，即成都、杭州、南京、武
汉、天津、西安、重庆、青岛、沈阳、长沙、大连、厦门、

无锡、福州、济南。

２０１４年７月３０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
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了从人口规模角度

划定特大城市的标准，即城区常住人口５００万以上
的城市。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２９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调
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对原有城市规模划

分标准进行了调整，明确了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

准，新标准有四点重要调整：一是城市类型由４类变
为５类，增设了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１０００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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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５００万以上
１０００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二是将小城市和大
城市分别划分为两档；三是人口规模的上下限普遍

提高，小城市人口上限由２０万提高到５０万，中等城
市的上下限分别由 ２０万、５０万提高到 ５０万、１００
万，大城市的上下限分别由５０万、１００万提高到１００
万、５００万，特大城市下限由 １００万提高到 ５００万；
四是将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由非农业人口转变为

城区常住人口。

２．中国特大城市划分的合理人口规模

从汉字的字面意思来看，“特大”意味着“不一

般的大”“与众不同的大”；“特大城市”则指该城市

在城市分级体系中占比很少，通常应该在５％以内。
２０１２年，我国地级市级别及以上的城市共有 ２８９
个，因此从字面意思来判断，我国的特大城市不应

超过１５个。当然，在一个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人口
转移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特大城的市数量将是一

个动态的概念，其城市人口规模标准也应是动态变

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

估计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最常用的方法是基于

高斯正态分布的 Ｋｅｒｎｅｌ密度函数。徐现祥和李郇
（２００４）首次利用高斯正态分布的 Ｋｅｒｎｅｌ密度函数
来分析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趋同性；周晓津（２０１４）

首次运用Ｋｅｒｎｅｌ密度函数来研究一国（区域）城市
人口规模增长分布（该方法最初见绪于其在“２０１２
中国经济论坛”的一篇获奖会议论文），为准确地反

映中国城市人口分布的演进情况，并考虑到庞大的

流动人口对城市实有人口的影响，选取１９８５年我国
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全市非农业人口进行实证分析，结

果表明，若将城市分为四个等级（１９８５年），特大城市
人口规模应在２００万以上，大城市人口规模应在１００
万～２００万；中等城市人口规模应在４０万～１００万；人
口规模在３０万以下城市的可以归为小城市。

随着新的人口估计方法出现，对城市市辖区非

农业人口的相对准确的估计成为可能。沿用周晓

津（２０１１）和张强等（２０１４）的城市人口估计方法，本
文选取２０１０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非农业人
口为研究对象，分析结果表明：到２０１０年，若将我国
城市分为四个等级，则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应在 ５００
万以上，是 １９８５年特大城市人口的 ２．５倍；大城市
的人口规模则是２００万～５００万；中等城市的人口规
模在６０万～２００万；人口规模在６０万以下的则应归
为小城市。同时，比较窗宽参数发现：与 １９８５年相
比，２０１０年中国城市的窗宽参数变小了，表明我国
城市人口规模分布变得更加集聚（图１）。因此，《意
见》和《通知》所确定的“城区常住人口５００万以上”
为“特大城市”的标准是合理的。

图１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非农业人口规模分布（Ｋｅｒｎｅｌ密度函数，左图为１９８５年，右图为２０１０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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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特大城市数量应该在主峰面积的５％以内，因此，选２００万人口作为中国１９８５年的特大城市划分的人口规模标准。右图
中，６００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已经脱离了主峰，５００万～６００万人口的城市个数占主峰的５％左右，因此５００万成为中国２０１０年特
大城市划分的人口规模标准。



３．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现状

（１）现有的特大城市及其人口规模
据张强和周晓津（２０１４）估计，２０１０年中国内地

市辖区常住人口在５００万以上的城市共有２１个（图
２），其中包括４个直辖市、１２个副省级城市 、１个省
会城市（郑州）、３个地级市（东莞、佛山、苏州）和 １
个经济特区（汕头）。根据前述定义，东莞市的莞

城、南城、东城和万江等 ４区人口估计为 ２５０万左

右，低于城区人口５００万以上的标准；汕头市区虽然
也超过５００万人，但其市域面积太大，且有些区原为
县级区域或县级市，连片的城市区域人口没有达到

前述定义标准。因此，除京沪穗深等城市公开的常

住人口数据满足特大城市人口标准以外，其他１５个
城市只要努力争取，都可以进入特大城市行列（本

文将人口５００万以上的城市统称为特大城市，没有
再区分“超大城市”）。

图２　２０１０年中国特大城市总人口与市辖区人口估计

　　（２）潜在的特大城市及其人口
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一些省会城市和沿海城市

虽然目前尚没有达到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标准，但

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城市人口增长态势来看，如

果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标准在未来２０年内维持不变，
则这些城市很可能成为新的特大城市。因此，我们

将市辖区估计人口在３００万以上的城市纳入考察视
野（图３），并对列表中的２５个城市进行讨论。图３
中市辖区估计人口在４００万以上的城市中，石家庄、
长沙和南昌３个省会城市最有可能进入特大城市俱
乐部：其一，这三个城市户籍人口规模比较大，特别

是石家庄，其本身户籍人口２０１０年就已经接近千万
级别；其二，这三个城市所在省份中汉族人口占比

较高，而汉族具有较大的流动性，本省人口继续流

入的压力较大；其三，相对于其他人口规模同级别

的城市，这三个城市的人口分布相对聚集，其形成

的聚集效应尚处于加速状态。

太原的估计总人口虽然已经超过 ５００万，且市
辖区估计人口也接近５００万大关。但从地形上看，
其受东、西山地的影响，城市只能向南、北扩展，且

城市的东南扩展受行政地域限制（东南方向扩展的

结果是与晋中市一体化）。无锡市在 ２０１０年总人
口已经突破８００万，市辖区人口在 ５００万左右。由
于无锡城市人口的膨胀动力更多地来自外来人口

的输入，且大部分为农民工，在农民工输入动力减

弱且向中西部转移的大背景下，加之江苏省内农民

工回流，无锡总人口继续增长的动力较弱，进入特

大城市的可能性也较弱。中山的情形与东莞相类

似，属于镇域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小榄、古镇、三乡

等离中心城区较远的镇经济发达，人口密集。自

２００８年以来，中山外来劳动力估计减少５０万以上，
因此中山市基本上退出特大城市争夺行列。厦门

作为经济特区和副省级城市，地域面积仅 １７００平
方公里，来自福建全省的人口流入更多地由厦漳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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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吸纳，省会福州也会吸纳一部分省内流动人

口，加上全国人口流动转型，厦门人口继续膨胀的

可能性也大为降低。我们研究发现，国内特大城市

或城市群人口规模最多为其辐射区域总人口的

３０％左右，从这一经验看，贵阳及其邻近城市最多可
聚集贵州省３０％的人口，且贵州少数民族占全省人

口比例接近 ４０％，而少数民族的流动意愿较低，因
此从我们的经验发现来看，贵阳市最多可聚集 ６００
万人口。从贵阳人口聚集的现状和趋势来看，贵阳

至少需要再新增 １００万以上的人口，即总人口 ７００
万以上才能消化其房地产业产能，而这种可能性极

小，因此贵阳房地产业的风险非常大。

图３　中国潜在特大城市总人口及市辖区人口估计（２０１０年）

　　三、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调控

１．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调控）之争

　　一般认为，过快的城市化会导致“城市病”，而
人口膨胀、交通拥堵和城市贫困则被认为是“城市

病”的三大主要表现。曾长秋和赵剑芳（２００７）认
为，除了人口膨胀、交通拥挤、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

等典型城市病以外，在人文系统中还存在着抑郁症

问题、青少年问题以及乞丐问题等非典型城市病。

朱颖慧（２０１０）认为，中国的“城市病”有六大症状：
人口无序集聚、能源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交通

拥堵严重、房价居高不下和安全形势严峻。陈哲和

刘学敏（２０１２）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分析了“城市
病”产生的六大病因：一是城市规模过大，二是城市

结构不合理，三是城市建设存在盲目性，四是政府

干预过度，五是资源分配失衡，六是农村劳动力转

移过度。由于国内外研究“城市病”的文献大部分

与大城市有关，不少学者也认为城市规模越大，“城

市病”发生的概率越大。

近年来，随着大城市外来人口的增长，我国部

分学者特别是政府决策管理人员对控制大城市人

口规模增长的呼声日高，甚至已把控制人口规模增

长作为实现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周振

华和陈群民等（２０１３）将合理控制人口规模作为上
海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其一，合理控制人口规模

是贯彻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其二，合理控制人口

规模是城市综合承载力刚性约束的客观要求；其

三，合理控制人口规模是“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

迫切之举。结合特大城市自身发展以及我国整体

城镇化进程，陆杰华和李月（２０１４）认为我国特大城
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必要性主要在于：一是促进我国

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推手，二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的需要，三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

四是维持城市社会稳定的现实需求。

然而，倾向于城市人口规模控制的学者们很少

考虑城市化进程中公共产品供给的限制，而是简单

地将“城市病”归结于城市人口的过度无序膨胀。

因此，关于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是否已成为影

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这一问题，国内外不

少学者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城市病”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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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人口规模并无直接关联。石忆邵（１９９８）通
过分析外来流动人口膨胀、城市失业率的空间分

布、城市交通和环境污染程度与城市规模的关系，

认为中国“城市病”的出现并非由于城市规模过大，

而主要在于体制磨合、结构失调、政策失误、管理失

控等方面。王桂新 （２００８）认为，“城市病”的“病
源”并不在于城市人口规模大小，而往往与体制政

策有问题、城市规划及管理不科学有关。二是特大

城市的发展需要人口规模支撑。王桂新（２００８）以
我国最大城市上海为例，多角度地系统考察和分析

了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

续性的关系，发现上海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

续性总体上是相互促进、互动发展的；而且相对受

到严格控制的户籍人口规模增长，受控较弱、相对

强势的常住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具有

更密切的正向互动关系；因此，到目前为止，人口规

模增长仍是促进我国大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积

极因素，或至少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人口规模增长

已制约我国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王桂新和俞奉

庆（２００９）借鉴日本城市发展经验，对国内特大城市
人口规模控制进行了反思，认为中国主要是通过户

籍制度控制人口向大城市的迁移集中，其后果不仅

使城乡差异持续扩大、社会矛盾加剧，而且也压抑

了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弱化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制约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三是严控特

大城市人口规模会产生不利影响。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８
日，黄文政先生在“２０１４人口与城市化发展论坛”上
也指出，对国家安全来说，控制人口将导致人口极度

老化，对军事力量和国家安全具有不利影响；政府职

责应该是按照合理预测和规划来提供公共服务，而不

是使用行政手段来阻止人口的自然流动。

目前，学术理论界也逐渐将带有计划理念的

“人口规模控制”改为“人口规模调控”，进一步丰富

了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理论内涵。张真理

（２００９）认为，北京市流动人口规模控制目标屡设屡
破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了历史上目标设置的不合

理和不科学。北京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

书记、主任刘志（２０１３）提出了北京人口调控的三大

战略要点：其一，顺应特大城市发展规律，坚持城市

性质功能，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其二，遵循世界城市

发展路径，坚持中心功能疏解，优化人口空间布局；

其三，适应城市发展要求，坚持公共服务均等，改善

人口发展环境。周振华和陈群民等（２０１３）认为，在
城市转型阶段开展人口规模调控，应聚焦于人口的

总量、结构和分布三个层面。陆杰华和李月（２０１４）
认为，对于特大城市而言，人口规模调控主要包括

三个方面：一是优化城市功能分区，二是优化人口

产业结构布局，三是优化人口服务管理体制。

２．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趋势与调控

西方发达国家学者大都从城市公共设施、产业

发展、人口增长等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角度探讨城

市最佳规模，如 Ｃｈａｐｉｎ（１９５０）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就探讨了一个城市究竟在多大人口规模时是比较

适宜的；Ｂａｔｔｙ（２００８）讨论了城市规模及城市的形状
变迁。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内地的城市人口规模鲜

有研究，且人口数据主要来源于官方的统计，他们

很难弄清楚中国内地特大城市实际的人口情况。

由于流动人口数据失真、失实，城市实有人口与通

常公布的常住人口差异极大，导致国内外学者依据

常住人口或户籍人口的时间序列所得到的人口预

测结果通常与后来的实际数据相差较大①。

笔者认为，要弄清是否应对国内特大城市人口

规模进行控制或调控以及怎样进行调控，首先应该

弄清这些城市的实有人口及其增长趋势。对于纷

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不同来源的人口数据，必

须用不同方法对不同时期的城市人口进行一致性

估计和检验。本文对周晓津（２０１１，２０１４）的研究进
行整理，得到２００７年以前各城市实有人口数据，利
用各城市移动用户数量估计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各城市
实有人口，在此基础上计算了自１９８０年以来我国特
大城市（含部分潜在的特大城市）的实有人口增长

情况（图４）。
从图４中可以看出，四大直辖市中，重庆因地处

西部，其人口增长趋势与京、津、沪有较大的差别：

２０００年之前重庆实有人口增长停滞，新增人口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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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内外有关中国内地城市的人口预测与后来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差距都非常大，绝对值差距

通常达几百万，相对值差距也在３０％以上，完全丧失了人口预测的应用价值。在现实中，我们看到，那些以官方人口数据为预
测基础的大型工程项目，有些很快就超过原定预测值，有些一开始就远超预测值。如广州地铁六号线客流设计流量为每日４万
人次，事实上六号线开通当天客流就超过４０万人次。



图４　中国主要特大城市人口增长趋势（１９８０—２０１３年）

不足以弥补人口流出增长；随着沿海经济转型，重

庆外出人口回流导致人口总量增加，２００９年金融危
机后回流速度加快，但实有人口依然少于其户籍人

口总量。天津和上海人口增长比较一致，２００５年以
来增长速度大为下降，年均增长下降到 １０万人以
内。北京人口在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之后的恢复性增长
后，目前也步入稳定区间，２０１３年甚至出现绝对下
降。东北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缓慢，除大连外，其

他特大城市人口增长以本地户籍人口增长为主，外

来人口流入导致的人口增长并不显著。沿海特大

城市农民工流失，而老少外来人口流入是其人口变

动的主要因素。深圳、东莞、佛山、苏州等非省会城

市总人口下降，广州基本平衡。东部沿海特大城市

人口向中西部转移并不会带来大问题，主要原因是

这些城市相对人口规模而言政府规模较小，财政刚

性供养金额不大。对于东部沿海特大城市来讲，应

该确保常住人口稳定或适度增长，而不是严控人口

增长，应着眼于扩大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共

服务供给，避免劳动力大幅度回流，并适时考虑“以

房入户”。而中西部的特大城市，进入人口快速增

长阶段，本地、本省外出劳动力回流是这些城市人

口增长的主要来源；但由于全国人口非农化就业基

本稳定，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动力逐渐衰竭，因此

不必担心人口的爆炸式增长。改革开放至今，中国

城镇实有人口已有 １０亿左右，其中 ７亿来源于农
村。农村可转移劳动力已不多，中国农村劳动力非

农就业转移基本完成；但还有３亿左右的转移人口
没有融入城市生活，中国城镇化进程远没有完成。

我们将图４中城市人口增长以每１０年为一个
阶段划分后形成表１。从表１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
出：（１）中国特大城市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
步，城市经济增长越快，同期人口增长也越快；（２）
除北京因奥运会后的短期人口恢复性增长外，东部

沿海特大城市人口增长高峰期已过，中西部特大城

市因外出人口回流而进入高速增长期；（３）东部沿
海非省会城市因外来人口向中西部回流过快而导

致人口持续减少，如深圳、东莞两市的人口分别由

２００７年的 ２０００万、１７５０万下降到 ２０１４年末的
１７００万、１３００万。

综合分析图４和表１，我们认为，特大城市人口
规模有着必然的增长规律，严格控制特大人口数量

完全没有必要。人口增长主要与产业及经济增长

有关，行政手段的控制通常以失败告终（张强 等，

２０１４）。２０１０年，北京官方公布的常住人口数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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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国特大城市人口增长估计

城市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

累计增加 年均增加 累计增加 年均增加 累计增加 年均增加 累计增加 年均增加

北京 ２００ ２０ ５００ ５０ １００ １０ ４００ ８０
成都 ８０ ８ １００ １０ ５００ ５０ ２００ ５０
西安 ８０ ８ １５０ １５ ５００ ５０ １６０ ４０
郑州 ７０ ７ ９０ ９ ２００ ２０ １５０ ３７．５
上海 ２００ １０ ５００ ５０ ４００ ４０ １００ ２５
重庆 １００ １０ －５０ －５ ４００ ４０ １００ ２５
长沙 ６０ ６ ８０ ８ １４０ １４ １００ ２５
大连 ５０ ５ １５０ １５ １８０ １８ １００ １０
武汉 １００ １０ １００ １０ １５０ １５ １００ １０
广州 ３００ ３０ ７００ ７０ ３００ ３０ １００ １０
济南 １２０ １２ １３０ １３ ２００ ２０ ７０ ７
南京 １５０ １５ ２００ ２０ １８０ １８ ６０ ６
杭州 １５０ １５ ２５０ ２５ １５０ １５ ６０ ６
天津 １００ １０ ３００ ３０ ２００ ２０ ２０ ５
青岛 ６０ ６ １５０ １５ １００ １０ ５０ ５
沈阳 ５０ ５ １５０ １５ ２００ ２０ １０ ２．５
长春 ５０ ５ １００ １０ １５０ １５ －８ －２
佛山 １００ １０ ４００ ４０ １５０ １５ －１０ －２．５
哈尔滨 ７０ ７ １００ １０ １５０ １５ －５０ －５
深圳 ３００ ３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４０ －３００ －３７．５

东莞 ２５０ ２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７０ －７ －４５０ －５６．２５

　注：深圳、东莞人口在２００６年左右达到顶峰，其最后两列累计人口增量及年均增量以２００７年数据为基准。

２００９年增加了１０１．９万人，人口的快速增长引起了
中央和地方的高度警觉，国内的知名学者也不断地

为北京的人口控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黄荣清

等，２０１１；刘锋 等，２０１１；陆杰华 等，２０１１）。如果仅
从官方公布的常住人口数据来看，北京的总人口规

模是逐年增加的。但我们根据北京自来水销售总

量测算的北京总人口规模表明，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北京
的城市实有人口规模波动是非常大的。早在 １９８０
年，北京实有人口规模就突破１０００万，１９９２年突破
１５００万，１９９７年突破 ２０００万，２０１１年突破２５００
万。我们发现，北京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是１９９２—
１９９７年，几乎每年增加１００万，而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北
京增加 ５００万人口耗时 １４年，每年增加 ３５万人。
在为举办奥运会而强力推行的人口行政控制放松

之后，北京外来人口在２００８年之后的快速增长实际
上只是此前强力人口控制的恢复性反弹式增长。

从估计的人口序列数据来看，北京实有人口的增长

同样符合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曲线，２０１１年以来已经进入了相
对缓慢增长阶段。

　　四、特大城市转型升级面临的人口新常
态约束

１．农民工供给面临长期短缺

　　周晓津（２０１１）将我国不同时期的转移劳动力
连接成线，发现其竟然是一条逻辑斯蒂曲线，并给

出了逻辑斯蒂人口转移模型的具体形式：ＴＬｔ＝

３６４３２
１＋６９×ｅ－（ｔ－１９７８）×０．２００８６

。根据其提供的 １９７８—

２００７年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曲线并增加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的相
关数据后，可以大体推算出１９７８年以来我国的非农
劳动力供应增长率。由图５可以看出，在２００３年以
前，我国历年经济增长率都没有超过非农劳动力供

给增长率，意味着经济增长不能满足劳动力增长的

需要，劳动力严重过剩。这完全与中国的实际情况

相符合。１９８８年之前，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农村
隐性剩余劳动力大量释放，但依然被束缚在农村，

农村人口进城规模相对不大；在沉寂了４年之后，中
国市场化改革步入正轨，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沿海

地区及城镇地区，自１９９２年起，连年形成农民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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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潮流。

２００３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首次超过非农就业
劳动力的供给增长率，农民工过剩从此变成农民工

短缺，并成为一种长期趋势。起初不少学者认为中

国依旧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并认为农民工短缺将

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事实证明这些判断是错误的。

不可否认，在经济增长率超过非农劳动力供给增长

率的２００３年，整个劳动力市场依然有一部分过去经

济增长没有吸纳的非农劳动力，但这些劳动力很快

将被快速增长的经济所吸纳。在非农劳动力供给

增长远低于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放

慢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

调查结果，２０１３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２６８９４万人，
比上年增加６３３万人，增长２．４％；如果将调查的“六
个月以上”因素考虑在内，２０１３年全国农民工实际
增长率估计只有１．２８％。

图５　１９７９—２０１２年中国非农就业劳动力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

２．大学毕业生供给相对过剩

上海交大公共关系研究中心和上海交大社会

调查中心联合发布的《２０１４中国大学生城市形象及
择业倾向调查报告》显示：大学生受教育程度越高，

越倾向于选择北上广、港澳台及国外发展；非农业

户口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达地区工作；就不

同专业学生来说，文科生倾向北上广和港澳台，理

科生倾向国外，医科学生更愿意去二线城市，农科

学生选择三、四线城市和乡镇较多；分性别看，男生

更倾向于去北上广等发达城市发展，而女生更愿意

选择二线城市；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学生倾向于选

择北上广等发达城市，西部地区学生更愿意去二、

三、四线城市及乡镇工作；“９８５”高校的大学生更倾
向于去北上广和国外等经济发达地区发展；月消费

支出越高的大学生越倾向于到北上广、港澳台及国

外，月消费支出越低的大学生越倾向于到三、四线

城市及乡镇（每月消费支出在２５００元以上的受访
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北上广，比例达４１．４％）。

同样，来自某就业网站发布的《２０１４年应届毕
业生就业调研报告》显示，有４１．３％的高校毕业生希

望到北上广就业，希望到省会城市就业的比例也高

达５４．２％，二者合计占到９５．５％，意味着北上广和省
会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人口将持续增加。

但是，由于高房价和高生活成本的现实压力，以及

特大城市因投资增速下滑导致就业吸纳能力不足，

应届毕业生的实际就业地有所变化。２０１４年，全国
高校毕业生高达７２７万人，按实际就业地比率计算，
涌向北上广等特大城市就业的大学生将超过２００万
人。我们估计，北京、上海、广州在２０１４年接收的高
校毕业生就业数量分别为 ４７．３万人、４２．４万人和
３１．４万人，可见北上广三大城市每年来自大学毕业
生的人口增加压力较大，但相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
外来人口高增长压力也大为降低。此外，以中部河

南省的郑州市为例，２００６年以来，郑州市区外来人
口迅速增长，２０１１年郑州市区外来人口规模突破
４００万人，比２００９年增加了 １８０万人左右（２００４年
以后，郑州市高校新生不再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累

计约１００万人，约占外来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
广州人社局的数据表明，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广州市共
接收１８７６１３名非广州生源的大学生入户，且接收
大学生入户数量呈现逐年递增趋势。我们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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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非广州生源的大学生在广州就业的
数量达到１８７万，但由于农民工的流失，在此期间的
广州总人口并没有出现大幅度增长。

３．老少非劳动力人口持续增加

随着外来流入人口“常住化”，老人和少儿等非

劳动力人口的直系亲属投靠成为东部沿海城市人

口增长的一个主要来源。根据２０１３年广东省人口
变动抽样调查分城乡加权结果推算，２０１３年年末广
东０～１７周岁流动人口规模约４４７万人，与２０１０年
相比，增加３８．６万人；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０～１７周岁流
动人口年均增长率为 ３％，远高于同期常住人口增
幅（０．６７％）。例如，深圳、东莞未成年流动人口占
同龄人口的比例超过 ６０％，广州、珠海未成年流动
人口占比也超过 ４０％，其他珠三角地区城市，除肇
庆外，未成年流动人口占比均超过３０％。与２０１０年
人口普查相比，２０１３年广州、深圳、珠海、江门、东莞
等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占当地未成年人口的比重

呈明显上升态势，说明近年来这些地区未成年流动

人口集聚趋势更加明显。

以广州为例，２０１３年，官方统计推算的广州未
成年人口高达 ８５．８２万人；未成年流动人口占全部
未成年人口的比例超过４０％，比２０１０年增加２０个
百分点。同时，自２００５年广州外来人口生育首次超
过常住户籍人口以来，外来人口生育超过常住户籍

人口生育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是一种外来劳动力

人口总量并没有增加甚至减少下的“新常态”。未

成年人口的增加，对广州未来发展的直接压力是社

会公共服务需求增加，特别是教育和医疗需求的增

加（０～１７岁人口是幼儿教育和 ９年制义务教育的
全部人群）。近年来，广州各区幼儿园学位紧缺，小

学入学学位更是逐年紧张，其背后则是未成年人口

的持续增长，且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实际学位提供

的增长速度；与此相对应，各大医院儿科医生和病

房长期供不应求，医院压力剧增。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政府就实施了“严格
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

方针政策，这种基于计划经济思维的城市人口控制

对城市的长期发展是有害的，事实上也没有控制住

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因此，应秉承科学的

城市人口发展观：以城市实有人口为依据，以市场

化手段而非行政控制手段对城市人口进行优化调

控；人口调控首先在于城市产业引导，重点在于调

整特大城市人口的合理分布，建设宜居和创新导向

的新型城市。

我们发现，即使在北上广深一线特大城市，２００８
年以来城市人口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在增长规模

都相对下降了，以外来人口流入为主的人口高速增

长时期已经结束，从而导致我国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控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大为降低，人口调控政策重

点应该从数量控制转向结构优化，部分城市甚至面

临如何吸引外来人口长期居住下来的问题。例如，

深圳、东莞作为我国两个吸引外来人口最多的城

市，与２００７年相比，深圳实有人口总量减少了 ２００
万人，同期东莞更是减少了４００万以上人口，导致近
年来大量厂房和农民建的租住房子（城中村）空置，

这种资产的闲置一方面造成了资源的错配和浪费，

另一方面导致地方金融风险剧增。值得警惕的是，

即使按我们估计的人口数据，北上广深等超级城市

实有人均住房面积都超过３０平方米，其他城市的房
地产风险可见一斑。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特大城市的转

型升级也面临人口新常态约束，比如农民工供给长

期短缺、大毕业生供给相对过剩、老少非劳动力人

口持续增加等，应积极应对。在国家推动常住人口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背景下，特大城市应加大教育和

医疗投资，增加教育和医疗供给。比如，特大城市

应逐步恢复撤并的农村中小学学校。由于主城区

几无建设用地，在主城区兴建新的中小学校基本上

没有可能，因此，恢复并高标准建设以前撤并的农

村中小学学校，无论从经济成本还是社会效益来看

都具有较高的可行性。此外，要大力提升农村中小

学教育水平，还要引入并鼓励民间资本利用农村教

学设施，以吸引家长送子女来这些学校就读。

从我国特大城市区域分布来看，虽然从表面上

看相对均匀，但从演变趋势来看，实际上存在非均

衡的隐患。特别是中国的东北地区，人口持续流出

趋势明显，应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一方面要大力

推进东北地区的市场化改革，积极引入民营资本以

提升地区活力；另一方面，必须以法治作为市场发

展的重要保障手段，建立良好的法治环境才能保证

市场化改革的成功。此外，东北地区还应积极打造

３６

周晓津：人口新常态约束下特大城市的规模调控与转型升级



面向东北亚的国际性特大城市，增强其区域影响力

和辐射力，以吸引东北本地以及外地人口向这些特

大城市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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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津：人口新常态约束下特大城市的规模调控与转型升级


